
第46卷 第1期 2024年1月 2024，46（1）：205-217
Resources Science
Vol.46，No.1 Jan.，2024

http://www.resci.cn

引用格式：邵俊杰, 张凡, 胡凌啸, 等. 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逻辑与实证[J]. 资源科学, 2024, 46(1): 205-

217. [Shao J J, Zhang F, Hu L X, et 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1): 205-217.] DOI: 10.18402/resci.2024.01.15

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理论逻辑与实证

邵俊杰 1，张 凡 2，胡凌啸 3，赵 虎 4

（1.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2.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南京 210095；3. 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4.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开发指导处，南京 210036）

摘 要：【目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本文旨在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研究工商

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利用Mvprobit模型实

证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工商资本下乡显著提升了农户科

学处理生活污水及使用卫生厕所的概率，这一结论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意味

着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②工商资本下乡带来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

满足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品属性，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③
在村干部领导力越强的村庄和抚养比越高的家庭，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户改厕的可能性越大，但并未明显提升农

户科学处理生活污水的概率；此外，只有工商资本进村，才有利于改善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改厕行为。【结论】应鼓

励和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对接平台和政策体系，推动其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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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明显得到改

善，但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根据

2022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在 31%

左右，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农村生活污

水乱排现象基本得到管控。但是，中国农村人居环

境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建设

质量不过关、发动农民不充分等问题，与农业农村

现代化要求和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存在

差距[1,2]。从时间维度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

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能一举而竟全功、毕其功于一

役，而是要在动态发展中稳步推进。

为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内外学者针

对影响人居环境治理的因素进行了诸多有益探

索。例如，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中，学者们发

现影响农户参与处理垃圾行为的因素不仅包括个

体层面因素，如收入、面子观念和环境认知等[3-5]，也涉

及诸如交通条件、社会监督等社会经济因素 [3,4,6,7]。

生活污水处理领域的研究表明，农户教育水平和对

周围水质关注度，村庄对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视程度

和对相关知识的宣传，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参与生活

污水治理意愿[8]。同时，相关的改厕研究也发现，收

入水平、健康认知、环境卫生态度和个人卫生习惯

等因素显著提高农户改厕支付意愿[9]。也有研究将

厕所改造、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治理同时纳入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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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分析中，发现在村庄层面实施人居环境整

治措施和发展乡村旅游业[10]，或者采用环境政策工

具，如发放补贴、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和建立公共设

施管护制度[11]，均能有效促进人居环境整治。然而，

现有文献并没有考虑工商资本下乡这一因素对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工商资本下乡能够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公共投资和个人投资提供可

持续的资金来源。

工商资本下乡在促进要素流动及资源优化配

置上起着重要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所谓的工商资本下乡是指城市工商企业资本进入

农村，进行土地整理、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并从

事农业经营[12]。当前，农业农村已成为工商资本投

资兴业的热土。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统计，2012年

以来，社会资本下乡主体已超 15万家，累计投资额

超 2万亿元。工商资本下乡，一方面能为长期缺乏

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

生产要素结构，例如土地要素配置、资本替代劳动

要素等[13-16]；另一方面对农业生产[17]、村庄治理[18]、农

民增收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0]，带动乡村实现

振兴。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而工商资

本下乡产生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提供重要的动力。然而迄今，鲜有文献

就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改善行为做出系

统评估，从实证角度论证资本下乡生态宜居效应的

研究更是不足。

鉴于此，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

据（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

（CCAD），分析资本下乡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的影响及机制。可能的创新点在于：①利用全国大

样本的调研数据，原创性地就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

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展开系统分析，并基于二部制俱

乐部商品理论，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户家庭收入

两个角度分析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居环境改善行

为的作用机制。②以往研究均将农户人居环境整

治行为（生活污水科学处理、农户改厕等）视为独立

的[10,11]，但现实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厕应当统筹

推进。本文使用联合回归（Mvprobit）消除人居环境

整治行为单独回归时的误差。并且，选择商帮距离

和滞后一期工商资本下乡作为工具变量，消除资本

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间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③从村干部领导力、家庭抚养比和工商资

本下乡的不同层次，讨论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

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2 理论分析
2.1 农村人居环境属性界定

相较于其他环境友好型行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其决策机制更为复

杂。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是社区性、集体性的公共

物品 [21,22]。其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需的资金由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两阶段联合付费，具有

“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品属性 [23,24]。该理论认为，

俱乐部会员制度应该采用二部制付费的方式，即将

俱乐部会员的年度会费和购买俱乐部物品的费用

分开收取。“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品理论可以很好

地防止搭便车行为的出现，提升公共品的供给效

率。以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农户改厕为例，一方

面，公共部门需要投资建设完善的污水排放管道，

为农户使用科学的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和农户改厕

提供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农户需自筹资金将自家

的上下管道接入村庄的污水处理系统，并且自愿购

买水池、水龙头、冲水设备等配套设施。可见，在农

村生活用水体系设施和农户改厕的“二部制付费”属

性上，提高在“第一部”阶段的村级公共投资，或者提

高“第二部”阶段的家庭收入水平，均能显著改善农

户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和卫生厕所的使用情况[25]。

此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并非独立决策，

而是统筹协调的。根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部署要求，统筹推进

农村卫生厕所建设与生活污水处理，有条件的地方

将厕所粪污纳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同时，国务院

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同时，还应“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与生活污水处理有机衔接”。可见，

农户卫生厕所改造离不开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

因此，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需要进行联合

研究。

2.2 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关系的

机制分析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二部制付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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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特征，本文构建了工商资

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分析框架，尝试

从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收入水平角度解释工商资本

下乡对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机制。

2.2.1 村集体经济机制

工商资本下乡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

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①村集体经济组织拥

有闲置的房屋、厂房、土地等生产要素，为工商资本

在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一方面，村集体

组织利用集体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或村留用地，兴

建标准厂房、仓储设施等，通过物业租赁经营等方

式，为下乡企业提供经营场所等，从而获得资产租

赁费用[26]。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集体

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签

订、股金分配等事宜，将连片土地租给企业，从中收

取土地租金或者土地流转服务费[27,28]。②工商资本

下乡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等先进要素，村集体经

济组织通过与工商企业资本联合发展，形成“村企

统合”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29]。村企统合模式在

把握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同时，引导外部社会资本

有序进入乡村，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下进行资源

要素的整合利用，以市场化运营实现村庄集体资产

的增值，实现农民、农村和工商资本的多方共赢，促

进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村集体经济发展越好的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效

果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所需的公共投资大多来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村庄的财政实力[30]，增加

了村集体对于人居环境的公共投资，有助于完善下

水管道、污水处理设备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

的完善，为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提供了先决条

件，解决了人居环境的“第一部分”投资。②集体经济

发展有助于增加村民对于村集体的认同和支持 [31]。

村集体经济发展给予了村民一定的身份象征，为村

民提供了重要的自信心来源[32]，从而形成村庄归属

感和集体荣誉感。在村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的

作用下，农户会自发地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2.2.2 农户家庭收入机制

工商资本在促进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优化

配置的过程中，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工商资本下乡有助于提升农

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将先进生产

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引入农村，使得农村地

区生产要素结构得以优化，从而有利于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并且，工商资本下乡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

进程，帮助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转变为现代

农业经营模式，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的经

营，农民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此外，

工商资本下乡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如农

产品质量和包装），还可以帮助农村开拓新的市场

渠道，扩大农产品的销售范围和规模。②工商资本

下乡有助提升农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由于工商

资本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的经营模式，需要集

中连片的土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农民由

此获得土地租金或土地入股的分红收入。③工商

资本下乡能够提升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工商

资本下乡可以带动农村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农民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提高自身的经济状况。

家庭收入水平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条

件[33]。家庭收入对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对人居

环境质量的提高需求也越高，越容易采取行动。另

一方面，收入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家庭人居环境设施

投资能力的增强，即水池、水龙头、冲水设备等配套

设施的购买能力增强，最终推动其改善人居环境治

理的行为。

综上所述，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促进村集体经济

发展和提高家庭收入，满足农村人居环境“二部制

付费俱乐部物品”的属性，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

供了公共和私人付费来源。

3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估计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hina Rural Revi-

talization Survey, CRRS）。在抽样上，该调查综合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位置等情况，在东、中、西、东

北地区的省份中随机抽取样本省，样本省包括广东

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

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基于全

省的县级人均GDP，采用等距随机抽取方法抽取样

本县，同时采用相同方式抽取样本乡（镇）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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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样本村采用随机方式抽取样本户。2020 年

8—9月，调查数据覆盖全国 50个县（市）、156个乡

（镇）、300个村、3833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内容上，

中国乡村振兴调查围绕农户生产生活、村集体经

济、人居环境治理等重要内容进行调查。由于部分

农户未明确或不愿意回答问卷中的部分问题，存在

部分问卷不完整的情况，为消除其影响，在采用 sta-

ta软件回归时剔除了此部分问卷。此外，本文使用

的企业数据来自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

据库（CCAD），该数据库通过爬取1949年以来在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涉农企业，形成了

相对完整的涉农企业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企业基

本信息、资产信息、企业经纬度等。由于CCAD的

企业数据有企业经纬度信息，样本村也获取了经纬

度信息，故基于经纬度信息，将 300 个样本村与

CCAD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匹配到样本村3 km范围

内企业一共8230家。

3.2 变量设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生活污水处理与卫

生厕所建造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工作，本文

将从农户改厕和生活污水处理两个方面度量人居

环境改善行为，即是否科学合理地处理生活污水和

是否使用卫生厕所（表 1）。其中，生活污水处理方

式主要包括直接排放、沼气池处理、进入城市污水

管网、排放下水道、人工湿地处理、化粪池等。本文

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定义成非科学的处理方式，而

将其他方式定义为科学的处理方式。同时，将农户

家庭有无害化卫生厕所定义为使用卫生厕所①，反

之则未使用。

工商资本下乡。本文采用村级涉农企业注册

资本总额度量工商资本下乡规模。虽然 2013年商

事制度改革中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成了认缴

登记制，但企业注册资本和其缴纳情况依然是企业

经营过程中需要披露的重要信息，未按时缴纳资金

或披露信息的企业会导致信用损失，甚至无法在市

场上立足[34]。企业注册资本规模也依然反映了企业

家对于企业规模的计划[35]。因此，本文用村级层面

的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来衡量工商资本下乡规

模。利用CCAD中的企业信息数据与CRRS数据中

的样本村匹配，识别出样本村 3 km②范围内的涉农

企业，并对涉农企业注册资本进行加总，获得村级

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①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

厕，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广水冲式卫生厕所，统筹做好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不具备条件的可建设旱厕”。

② 样本村平均半径约2.04 km。鉴于样本村所获取的经纬度并不一定在村中心，为尽可能识别村范围内的企业，本文将村识别范围扩展

到半径3 km范围内，而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2 km半径的识别范围。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生活污水处理

农户改厕

工商资本下乡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庭规模

村干部

党员

地形

到县城距离

贫困村

村书记受教育程度

村集体经济

农户家庭收入

变量定义

1=科学的污水处理方式；0=非科学的污水处理方式

1=卫生厕所；0=非卫生厕所

村级涉农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万元，取对数值

1=男；0=女

户主的实际年龄/岁

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年

家庭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家庭总人口/人

家庭是否有村干部（1=是；0=否）

家庭是否有党员（1=是；0=否）

是否平原（1=是；0=否）

村委会到县城的距离/km

是否曾是贫困村（1=是；0=否）

村书记的受教育水平/年

村集体资产总额/万元，取对数值

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人)，取对数值

均值

0.419

0.745

7.031

0.934

56.019

7.830

67.252

4.060

0.103

0.339

0.436

23.257

0.283

12.509

9.397

5.734

标准差

0.494

0.436

3.418

0.248

11.236

3.209

27.050

1.576

0.304

0.474

0.496

16.606

0.451

2.485

1.042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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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文献[10,11,36]，控制如下

变量：户主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规模、是

否有村干部和是否有党员；村庄特征主要包括地

形、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是否贫困村和村书记受教

育程度。

机制变量。工商资本下乡规模壮大可能通过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收入等渠道影响农户人

居环境整治行为。其中，村集体经济采用村集体资

产总额的对数值来表示；农户家庭收入采用农户家

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

3.3 估计方法

根据前文的变量描述，本文的人居环境整治行

为是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可以用Probit或者Logit

模型进行分析。然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厕所改

革同属一个生活用水体系设施中，彼此相互连接。

用Probit模型对生活污水处理和农户改厕两种人居

环境整治行为进行估计则将这两种行为视为独立

结果 [37]。考虑到各种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之间的联

系，需要进行联立估计。据此，选择可同时处理多

个二元选择的Mvprobit模型，其模型设定如下：

y*
1i = β′1CI1i + γ1X1i + η j + ε1i （1）

y*
2i = β′2CI2i + γ2 X2i + η j + ε2i （2）

……

y*
mi = β′mCImi + γm Xmi + η j + εmi （3）

对于被解释变量而言，方程可以设定为：

ymi =
■
■
■
1 如果 y*

mi > 0
0 其他

m = 1, 2, ⋯, M （4）

式中：ymi = 1、ymi = 0 分别表示 i农户有和没有采用

第 m种人居环境整治行为；y*
mi 表示 i农户对第m种

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采用情况；CImi 表示工商资本

下乡规模；Xm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η j 表示县固定

效应；εmi 为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误差项，且各均值

为 0、方差为 1。对式（1）-（3）进行极大似然拟合估

计，可得各自 β值。

4 结果与分析
4.1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影响

4.1.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村居民人居环

境整治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2）汇报了

采用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列（3）和列（4）汇报了

采用Mv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均显示，工商

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采纳生活

污水科学处理方式以及卫生厕所使用的概率。值

得注意的是，Mvprobit模型中，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

农户改厕行为间的误差相关系数（atrho21=0.308）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行为的相互关联程度较高，即农户选择生活污水处

理的同时伴随着卫生厕所的使用。工商资本直接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的基建项目中，或者通过参与

农村福利的供给，降低人居环境改善成本，从而推

动农村居民人居环境整治。

4.1.2 内生性检验

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是遗漏变量问题。一些无

法观测的因素或者可观测到但中国乡村振兴调查

数据库无法度量的因素（如自然条件、气候以及风

俗习惯等），其不仅可以影响工商资本下乡规模还

会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其次是双向因果

关系。工商企业通常会选择人居环境较好的村庄

进行投资，对那些人居环境较差的村庄，资本下乡

的可能性较小。

鉴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工商资本下

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借鉴修宗峰等[38]关于商帮文化的研究，本

文首次采用样本村庄与商帮发源地的最短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商帮指的是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形

成的商人群体[39]。大部分研究根据地域将其划分为

十大商帮③，即宁波、广东、山西、山东、陕西、洞庭、

福建、江右、徽州和龙游等商帮[39]。变量构建方法如

下：首先，通过高德地图获取样本村和中国历史上

10大商帮发源地（县市）经纬度，其中，商帮发源地

信息来自于王孝钰等[40]研究；其次，根据经纬度信息

数据，利用 stata软件计算出各样本村与各大商帮发

源地之间的距离。最后，由于每个样本村与商帮发

源地的距离不止 1个，本文选取这些距离值中的最

小值作为商帮距离变量，以衡量商帮文化。样本村

③ 中国传统商帮诞生于宋朝，兴盛于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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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商帮发源地距离越短，则受到商帮文化的影响越

强，经商氛围有利于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同时商帮

距离不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此外，本文也

采用滞后一期工商资本下乡规模作为第二个工具

变量，滞后一期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既与当年工商资

本下乡规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同时滞后期的工商

资本下乡规模对于当期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是前定变量。因此，上述工具变量均与工商资本下

乡相关，但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无直接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Ivprobit模

表2 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工商资本下乡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庭规模

村干部

党员

地形

到县城距离

贫困村

村书记受教育程

度

常数项

县固定效应

atrho21

chi2(1)

P值

样本量

pseudo R2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1）

生活污水

0.040***

(0.013)

0.044

(0.099)

-0.007***

(0.002)

0.017*

(0.009)

-0.001

(0.001)

0.017

(0.016)

0.009

(0.078)

0.151***

(0.052)

0.003

(0.129)

0.001

(0.002)

-0.020

(0.069)

0.012

(0.014)

-0.082

(0.284)

控制

—

—

—

—

3756

0.205

（2）

农户改厕

0.028*

(0.016)

0.002

(0.107)

-0.006**

(0.003)

0.012

(0.009)

-0.002**

(0.001)

-0.006

(0.018)

0.178*

(0.100)

0.107*

(0.058)

0.133

(0.140)

0.002

(0.003)

0.139

(0.104)

0.025

(0.020)

1.510***

(0.432)

控制

—

—

—

—

3512

0.279

Mvprobit模型结果

（3）

生活污水

0.037***

(0.013)

0.032

(0.100)

-0.006***

(0.002)

0.018*

(0.009)

-0.001

(0.001)

0.016

(0.016)

-0.002

(0.079)

0.143***

(0.053)

0.036

(0.132)

0.001

(0.002)

-0.015

(0.070)

0.014

(0.014)

-0.157

(0.287)

控制

0.308***

(0.039)

68.944

0.000

3668

—

（4）

农户改厕

0.028*

(0.016)

0.016

(0.107)

-0.006**

(0.003)

0.011

(0.009)

-0.002**

(0.001)

-0.006

(0.018)

0.179*

(0.100)

0.110*

(0.058)

0.137

(0.139)

0.001

(0.003)

0.138

(0.104)

0.023

(0.020)

1.555***

(0.428)

控制

3668

—

工具变量结果

（5）

生活污水

0.044***

(0.014)

0.044

(0.099)

-0.007***

(0.002)

0.017*

(0.009)

-0.001

(0.001)

0.017

(0.016)

0.009

(0.078)

0.151***

(0.052)

-0.002

(0.129)

0.001

(0.002)

-0.020

(0.070)

0.011

(0.014)

-0.069

(0.283)

控制

—

—

1.36

0.243

3756

—

（6）

农户改厕

0.034**

(0.016)

0.002

(0.107)

-0.006**

(0.003)

0.012

(0.009)

-0.002**

(0.001)

-0.006

(0.018)

0.179*

(0.100)

0.108*

(0.059)

0.135

(0.140)

0.002

(0.003)

0.145

(0.105)

0.024

(0.021)

1.510***

(0.433)

控制

—

—

1.00

0.318

3512

—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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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具变量法④的估计结果见表 2 的列（5）和列

（6）。内生性检验显示，工具变量法模型的P值均大

于 10%，未通过检验，说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原

有结果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原有回归结果是有效

的。工具变量结果从侧面也反映了基准结果具有

一定的稳健性。

4.2 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受到核心变量度量方式或

者不同条件（如样本范围）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

表2的Mv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

检验。①用村级涉农企业数量作为资本下乡代理

变量。涉农企业数量也反映了工商资本在村内的

规模，可用于评估工商资本进村情况。回归结果见

表 3的列（1）和列（2）。②用 2 km半径识别资本下

乡范围。基准回归中采用了3 km半径的识别范围，

为减轻识别误差，本文根据村庄平均面积将识别范

围缩小到 2 km半径，汇总 2 km范围内的涉农企业

注册资本总额，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3）和列（4）。③采用聚类到镇的稳健标准

误。基准结果采用聚类到村的稳健标准误，考虑到

随机扰动项有可能存在镇内的组内自相关。本文

通过计算镇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

验。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5）和列（6）。④村层面人

居环境整治。前文的实证结果从农户个体层面分

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

响，但忽视了其对于村庄层面的整体影响。为此，

本文通过将农户行为数据汇总到村庄层面以反映

村庄整体的人居环境整治率。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

（7）和列（8）。

表 3 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结果显

示，工商资本下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工

商资本下乡规模壮大能够有效提升农户人居环境

整治的参与概率。可见，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

稳健性。

4.3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影响的

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家庭收入这两个

途径，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

为的机制。表4列（1）和列（2）分别汇报了工商资本

下乡对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

④ 由于没有关于Mvprobit的工具变量回归命令，本文采用 Ivprobit法进行回归。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工商资本下乡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县固定效应

Cluster

atrho21

chi2(1)

P值

样本量

替换关键变量

村涉农企业数量

（1）

生活污水

0.078**

(0.035)

-0.154

(0.288)

控制

控制

村级

0.309***

(0.039)

69.865

0.000

3668

（2）

农户改厕

0.081**

(0.040)

1.533***

(0.430)

2 km识别范围

（3）

生活污水

0.032***

(0.011)

-0.174

(0.286)

控制

控制

村级

0.307***

(0.039)

68.488

0.000

3668

（4）

农户改厕

0.037**

(0.015)

1.505***

(0.428)

聚类到镇标准误

（5）

生活污水

0.037***

(0.014)

-0.157

(0.287)

控制

控制

镇级

0.308***

（0.038）

68.944

0.000

3668

（6）

农户改厕

0.028*

(0.016)

1.555***

(0.373)

村层面人居环境整治

（7）

生活污水

0.011***

(0.004)

0.436***

(0.063)

控制

控制

村级

0.289***

(0.060)

——

——

296

（8）

农户改厕

0.007*

(0.004)

0.893***

(0.070)

注：列（1）-（6）采用农户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列（7）-（8）采用村庄数据，利用CMP模型替代无法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的Mvreg模型进

行稳健性分析，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村集体资产、是否贫困村、是否为城市郊区、离县城距离、是否平原、村土地面积、是否已完成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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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的估计结果表明，工商资本下乡规模扩大能

够显著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工商资本下乡规模

扩大为村集体带来厂房等物业租赁收入、帮助企业

流转土地的服务收入，以及与企业联合发展带来的

经营收入等，从而提高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根据

本文所用数据，将工商资本规模划分为低、中、高 3

组，其对应的村集体资产平均规模分别为781万元、

812万元和 1396万元。村集体经济越发达，则有更

多的资金用于人居环境的公共投资，例如完善下水

管道、污水处理设备等基础设施，从而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及农户改厕这类“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

品中的第一阶段付费，为农户人居环境改善奠定基

础。同时，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也激发了村民的村

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促使其自发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中。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工商资本下乡能

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提

高农户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改

善家庭收入。将工商资本规模划分为低、中、高 3

组，其对应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047元、

21027元和 21599元。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家庭

对人居环境设施的投资能力，对水池、水龙头、冲水

设备等配套设施的购买能力增强，同时对人居环境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增

强了农户对于“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品的第二阶

段付费意愿，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治理。

4.4 异质性分析

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

作用效果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村干部

领导力不仅会影响工商资本下乡，还会影响农户人

居环境整治行为；同时，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还

与家庭抚养比和工商资本下乡程度有关。为此，本

文从村干部领导力、家庭抚养比和资本下乡类型等

方面，研究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治理行

为的异质性。

4.4.1 村干部领导力

村干部领导力是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和促进集

体行动的重要因素[41]。村干部领导力越强，其管理

能力、市场洞察力和商业合作能力就越强，越可能

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同时，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与领

导素养直接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状况[42]。作为人居

环境整治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村干部可以通过村民

大会、广播、村级信息平台等形式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到人居

环境整治中。本文采用农户对村委各项工作开展

的满意度衡量村干部领导力。表 5的列（1）、（2）估

计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与村干部领导力的交互

项在生活污水处理的方程中并不显著，但在改厕的

方程中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领导力提高更有可能

增强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改厕的影响。在农村污

水处理体系中，“厕所革命”是政府关注的重点[43]，这

也为村干部带来了考核压力，导致其更可能将人居

环境改善的工作重点聚焦到改厕上，充分利用工商

资本带来的福利或者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人居环境

表4 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机制分

析结果

Table 4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ffecting

behaviors of improving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工商资本下乡

控制变量

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Pseudo R2

（1）

村集体经济

0.069**

(0.029)

控制

控制

296

0.503

（2）

农户家庭收入

0.024***

(0.008)

控制

控制

3639

0.224

注：列（1）采用村庄数据进行回归，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是否贫

困村、是否为城市郊区、离县城距离、是否平原、村土地面积、是否

已完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列（2）采用农户数据进行回归，控制

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5 村干部领导力、人口抚养比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效应的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5 Village cadres’leadership,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工商资本下乡

工商资本下乡×

村干部领导力

工商资本下乡×

总抚养比

控制变量

县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生活污水

0.049

(0.043)

-0.003

(0.009)

是

是

3668

（2）

农户改厕

-0.048

(0.044)

0.018*

(0.010)

是

是

3668

（3）

生活污水

0.032**

(0.014)

0.002

(0.012)

是

是

3352

（4）

农户改厕

0.020

(0.017)

0.024*

(0.013)

是

是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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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带动农户参与改厕。而在生活污水处理上，

农村人口多、分散居住以及地形条件等因素导致建

立污水处理管网设施难度大，村干部对农村污水处

理推进较慢。李冬青等[11]也发现，2015—2019年，农

户污水直接排放的比例仅从 49%减少到 40%，污水

处理进程相对缓慢。

4.4.2 家庭抚养比

家庭抚养比是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

重要因素。一方面，家庭抚养比越高意味着家庭劳

动力较少，制约家庭收入的提升；另一方面，抚养比

越高，可能使家庭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越高，促进

家庭卫生设施的完善 [44]。表 5的列（3）、（4）汇报了

家庭抚养比的异质性结果。生活污水处理方程中，

工商资本下乡与家庭抚养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

显著，说明工商资本下乡对不同抚养比状况的家庭

采用科学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性。农户改厕方程中，工商资本下乡与家庭抚养比

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户家庭抚养比

越高，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户改厕的可能性就越

大。原因在于，儿童和老人的健康更易受到居住环

境的影响，对于抚养比高的家庭而言，改厕成为最

方便快捷的健康改善方式。因此，工商资本下乡更

易使高抚养比家庭改厕。然而，由于生活污水治理

的成本相对较高，这制约了高抚养比家庭采用科学

的生活污水处理方式。

4.4.3 工商资本到不同层级地区的差异性

工商资本到达的层次不一，例如，有些工商资

本热衷于在乡镇上或是县城进行投资。工商资本

到乡镇或县城是根据企业注册地址具体信息是否

在乡镇上（排除村）或县城（排除乡镇）来识别。不

同的工商资本到达层次可能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

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工商资本到乡镇和县城，

可能通过壮大公共财政支出来影响农户行为。比

较不同层级工商资本对农户行为影响的差异，需统

一变量的量纲。本文首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

处理，然后再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

表6汇报了工商资本到不同层级地区的异质性

结果。列（1）和列（2）结果显示，工商资本到村的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其他层级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说明在 3个层次中，工商资本进村发展壮大更

有利于改善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改厕行为。主要

是由于在村的工商资本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农户，其

通过参与农村公共福利供给，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或者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壮大村集体经济，惠及

农户，促进农户改善人居环境。与之相比，乡镇和

县城的工商资本规模壮大直接改善农户人居环境

整治行为的影响有限，虽然工商资本规模扩大促进

财政支出增加，但财政支出的覆盖范围较广，无法

单独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导致作用有限。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在梳理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

治行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2020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实证

评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立足于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生活用水体系建

设视角，将改厕行为和生活污水处理行为进行联合

分析，发现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科学处

理生活污水和使用卫生厕所的概率，这一结论在进

行了替换关键变量、采用聚类到镇稳健标准误、样

本聚焦到村层面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这说明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明显改善农村的人居

环境。

（2）机制分析表明，工商资本下乡主要通过村

表6 工商资本到不同层次对农户人居环境

整治行为的影响

Table 6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t different

levels on the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工商资本到村

工商资本到乡镇

工商资本到县城

控制变量

省固定效应

样本量

（1）

生活污水

0.083***

(0.027)

0.004

(0.028)

-0.015

(0.035)

是

是

3696

（2）

农户改厕

0.060*

(0.036)

0.052

(0.034)

-0.020

(0.034)

是

是

3696

注：由于工商资本到县城变量采用县城涉农企业资本总额，与

县固定效应存在共线性，故将该表中的固定效应控制在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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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科学处理生活

污水和使用卫生厕所的概率。整体来说，工商资本

下乡发展带来了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

升，为二者付费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动力，满足了农

村人居环境“二部制付费”的俱乐部物品属性，也反

映出工商资本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

（3）异质性分析表明，村干部领导力越强的村

庄，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户改厕的可能性越大，却

并未明显提升农户科学处理生活污水的概率；家庭

抚养比越高，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户改厕的可能性

就越大，但并未提升农户科学处理生活污水的概

率。进一步将工商资本下乡层次进行划分后发现，

工商资本进村更有利于改善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

改厕行为，而工商资本进镇或者县城并没有农村人

居环境的改善效应。

5.2 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1）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对接平台和政策体

系，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应全面加强

政府服务农业农村领域项目平台建设，为工商资本

投资乡村振兴提供便捷服务，提高工商资本投资效

率，降低工商资本投资风险。同时，各地区还应当

综合运用财政、土地、金融、税收等政策手段，发挥

政策综合效应，创新政策落实路径，加快构建支持

工商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促进工商资本

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2）提高村干部领导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促进

村干部合理利用企业资源造福于民。应深化村干

部的专业化管理，加强村干部的培训教育，既要提

高其组织协调能力、行政执行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又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善于从全局出发，

避免工作盲目跟着任务跑。

（3）完善弱势群体投资环境卫生设施的补贴机

制和增强卫生意识的宣传政策，提高该群体参与环

境整治积极性。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通过提供资

金补贴、卫生设施费用减免等形式，减轻弱势群体

在建造卫生设施上的资金负担。加强对弱势群体

的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其卫生意识和对人居

环境整治的认知。在资金负担和认知意识上齐抓

并进，有效提高弱势群体对人居环境治理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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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and the behaviors of

improving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Methods] Using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Mvprobi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troduction on rural households’behaviors in improving their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nd mechanisms. [Results] (1)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even after conduc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and a series

of rigorous tests. (2)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leads to the enhance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es and rural households’income levels, thereby satisfying the club goods

attributes of the“two-part payment”for improving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This capital provide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s for enhancing rural residential conditions. (3) Villages with

strong leadership of village cadres and families with high dependency ratios are more likely to

witness increased probabilities of households improving toilet facilities due t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fusion. However, the infusion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rural households engaging in scientifically treating domestic wastewater. Moreover, only whe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enters the villages does it positively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behaviors in treating domestic wastewater and improving toilet facilities. [Conclusion] We should

encourage and guid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platform and policy system, and 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two-part payment club items; Mvprobit model;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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